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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從韋伯、馬克思到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都將東亞經濟發

展的停滯，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自五四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更被認為

是中國落後的根源和發展的阻力。對五四的先賢來說，「打倒孔家店」是中國經

濟與政治發展的先決條件。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之下，近百年來，許多學者堅

信，似乎只要能夠排除中國傳統文化的干擾，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就會走上一

條康莊大道。

然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於傳統文化是如何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

展，特別是如何導致中國落後的「病理機制」並沒有系統性的研究。絕大多數對

於這個重要命題的認定，是建立在政治經濟的落後與東亞文化的相關性的基礎

之上。東亞大多數國家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幾個世紀中，經濟落後、政治停

滯，並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而這些國家又都受到儒家文化的

影響。於是，人們自然把東亞落後的原因，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如果說這樣的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前還可以為學術界所接受的話，

二十世紀中葉之後行為主義革命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發展，則對於這樣的

研究結果提出了致命的挑戰。學者認識到，兩個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係與存在

因果關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高度相關並不意味ò存在因果關係。從方法論的

角度來看，有兩個原因可能導致這種情況發生：一是兩個變量的變化，都是由

沒有進入研究者視線的第三個變量造成的；二是有一個前置變量引起變量A的變

化，而變量A的變化，導致變量B的變化。如果沒有前置變量的變化，變量A不

會發生變化，而變量A不變，變量B也就不會變化。行為主義革命的重大意義，

就在於它一方面揭示了變量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另一方面發展了實證研究，提

出了系統研究變量之間因果關係的科學方法。

除方法論上的革命性發展之外，近年來有關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實證

研究，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阻礙亞洲各國政治經濟發展這一重要理論，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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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十分尖銳的挑戰。儘管如此，很多西方學者仍然無法在儒家文化對經濟

發展有何具體影響以及文化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等重要問題上達成一致

看法。為系統檢驗東亞文化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利（Atul

Kohli）教授研究了東亞模式在印度的命運。印度在1970年代企圖複製東亞發展模

式，而印度的政治文化與東亞不同，印度的經驗給了政治文化學者一個控制文

化變量的絕好機會。科利發現，由於不具備東亞其他地區的文化條件，印度複

製東亞模式的努力遭到失敗。對於研究文化的學者來講，東亞模式在印度的失

敗，從反面印證了文化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如果東亞文化對於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確有重要的積極作用，而中國

1979年在沒有發生文化大改變的情況下取得經濟的飛速發展，那麼亞洲四小龍

和中國經驗，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經濟發展，

特別是中國改革的作用到底是甚麼？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目前對於這個

問題仍然沒有足夠的重視，主流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比較原始的階段。除了少

數學者之外，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主流媒體，仍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

落後的根源，這種文化應該也必然被更為先進的文化所取代。

我們認為這樣的觀點，至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方法論上的謬

誤。中國文化包含很多面向，而文化的不同面向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

展，可以有不同作用。現有的多數研究，由於缺乏對於「文化」的精確定義，加

上沒有仔細探討文化不同面向對於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的作用，因此有可能使

學者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而第二個也是與之相關的問題是，如果缺乏對中國

文化影響政治經濟發展機制的系統研究，就匆忙做出中國文化阻礙經濟發展這

樣的結論，很有可能讓我們把自己所特有的文化財富當做糟粕扔掉。如果真的

是這樣，那麼我們國家建立在特有文化基礎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能長

久的。為了正確理解文化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方

法，對那些長時間被忽略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影響，進行實證

研究。

要系統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發展的作用與影

響，我們需要解決三個重要問題。其一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定義。不同的

學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給予了完全不同的定義。對於某些學者來講，中國

傳統文化就是權威主義，強調集體利益，藐視個人權利；而對於其他人來講，

中國文化的精髓，在於追求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鼓勵通過自身

的努力，改變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出人頭地，並且要求人們為團體利益在某

種程度上犧牲自我。由於不同的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定義不同，對於中國

文化的研究，很容易落入「雞同鴨講」的局面。除非我們對於所討論的「文化」給

予清楚的定義，否則就無法有效地研究文化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與作用。

其二，如果我們仔細比較東西方文化，很容易就會發現兩種文化所面對的

問題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幫助人們從原始的無政府狀態中解脫出來。對於孔

孟來講，他們所直接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制止春秋時代不斷的戰爭與無休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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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所面臨的挑戰是怎樣能使人類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這些相隔兩千多年的哲學

家都認識到，即使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合作的意願，並明知合作會給他們帶

來很大的好處，同時也沒有人想加害於他人或是佔其他人的便宜，但也不能保

證他們會選擇合作。這是因為對於每個人來講，如果他選擇合作，而與他互動

的人選擇不合作的話，他就會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並有可能為自己的選

擇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自保，理性人的選擇必然是不合

作，這就是著名的集體行動悖論。近代的社會運動學者，發現有兩條途徑可

以解決這一悖論：一條是所謂的「外部解決辦法」（external solution），即由某種

外部力量的強迫來使合作成為可能；另外一條途徑，是所謂的「內部解決辦法」

（internal solution），而這一辦法，是通過改變人們進行利益計算的成本收益結

構，來使合作成為可能。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東西方哲學家如何解決集體行動悖論來促進合作的話，

就會很容易地發現他們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路徑來解決同樣的問題。西方哲學

家，無論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無一例外地依靠外部解決辦法，來促使人

民合作。對於他們來說，要解決集體行動悖論，就需要建立一個君主制國家或

是共和政府，來強迫人民合作。霍布斯認為，即使是暴君，也比無政府狀態對

人民要好，正因為如此，所以政府並不需要人民的同意。與之相反，洛克和盧梭

認為建立政府，需要人民讓渡他們一部分自然權利。為取得人民對於讓渡他們自

然權利的同意，政府就需要定期舉行選舉，使人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中國哲學家對於同樣問題的解讀以及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與西方哲學家

完全不同。對於孔孟來講，在春秋時代既有政府（周天子），又有法律，因此外

部解決的制度與機構都存在。然而，這些制度和機構並沒有讓人們選擇合作。

不幸的是，諸侯仍然熱衷於戰爭，大臣仍然熱衷於篡權。在他們看來，造成這

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外部解決辦法的交易成本太高，以至於在那個時代，沒有一

個政府可以負擔。有意思的是，孔孟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與現代社

會運動學者提出的內部解決辦法不謀而合。中國的哲學先賢指出，單純依靠外

部解決辦法，並不能保證人民會選擇合作。這是因為即使政府可以強迫人民合

作，人民總是會從現有的制度設計之中，找到漏洞來逃避政府對於他們的限

制，而政府對於這種行為也防不勝防。他們正確地認識到，沒有任何政府與任

何制度可以長時間地承受這樣的代價。

為減低交易成本，他們提出外部解決辦法，必須輔以某種內部解決辦法，

才有可能成功。他們提出減低交易成本的辦法，在於使人民自覺遵守規則。而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人民進行教化。如果一個政府可以通過教育改變人民

對於「利益」的定義，那麼這個社會i合作的交易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從漢朝以

來，中國傳統文化有意識地教化人民自覺服從權威，在計算利益的時候，不要

簡單地以個體的「我」作為計算單位。這是由於人們生活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之

中，每一個人的行為，不但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也會影響其他人。正因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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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國傳統文化提倡以某種「大我」來作為利益的計算單位，而反對人民斤斤

計較個人的私利。

由於東西方文化對於同樣矛盾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完全不同，我們應該清醒

地認識到，在研究影響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時候，應該敏感地認識到在

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同樣的變量對於一個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作用可能完全

不同。同時，由於中國文化包含不同面向，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國家

經濟政治發展的作用時，切忌將不同的文化面向都統稱為「中國文化」，然後根

據這些變量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來全盤否定中

國傳統文化。

其三，要防止一些常見的方法論謬誤出現，研究者還要仔細揭示不同文化

變量影響人們社會行為的機制是甚麼，以及制度對於文化變量的影響。在傳統

的文化研究中，學者一般滿足於指出文化對於人們的政治經濟行為有一定的影

響，或是文化對於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而這樣的研究成果，

往往建立在他們對於兩個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觀察，而不是來自於他們對於文

化變量與人們的行為之間因果關係的系統探討。這種不成熟的研究方法，往往

會導致研究者對於文化的影響做出錯誤的結論。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研究會導

致研究者得出解決社會問題的錯誤方法。

這i我們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持批

評態度的人，正確地指出了中國文化中沒有「原罪」的概念，進而提出正因為如

此，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人們道德淪喪，過份追求個人利益；並提出要解決這

個問題，就需要把西方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引來中國。然而，如果我們仔細

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沒有「原罪」的概念，卻通過社

會化，在人民的心目中深深植入了「恥」的概念。這種文化要求人民在做決策的

時候，考慮其他人對自己選擇的看法。同時為了加強以「恥」為中心的社會系統

的控制能力，傳統中國文化不僅授予一般老百姓懲罰違反社會規範行為的權

利，並將這種懲罰提升為他們的義務。

我們知道，信任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

研究文化與信任之間關係的時候，我們不能簡單地假定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沒有

「原罪」的概念，在這種文化影響下的人就可以毫無顧慮地欺騙。這是因為在不

同文化背景之下，對於欺騙的控制機制可能完全不同。正如我們剛剛指出的，

在沒有「原罪」這種概念的情況下，中國文化依靠社會對於欺騙的懲罰來控制人

們的社會行為，而這種控制方法，與以「原罪」來進行社會控制的機制完全不

同。我們當然可以比較不同控制機制的優劣，但如果我們從中國文化沒有「原罪」

這樣的概念出發，得出中國文化低劣的結論，那將是完全錯誤的。

同理，近年來很多人受到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十分關注社會

資本和公民意識對於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影響。但目前對於這些變量的研究普

遍存在兩大問題。第一，許多研究者把同樣的概念給予不同的名字，所謂「社會

資本」，所謂「公民意識」，都是指人民從群體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事實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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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十分相近。當然，相似並不意味ò相同，然

而，許多研究者只是簡單地強調這些類似概念之間的區別，而完全忘記他們的

共性，並得出社會資本和公民意識是重要資產，而集體主義是負債這樣的結

論。事實上，如果我們要討論這些變量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

影響，就必須首先分清這些文化變量的異同，並對之給予清楚的定義。

第二，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學者或是認為集體主義不利經濟發展，或者強

調集體主義會阻礙民主在中國的實現。然而，如果我們採用比較的方法來分析

改革之後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就會發現信任對於中國私營企業的快速發展，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種信任的基礎，就是根植於我們國家集體主義的文

化傳統之上。

也許有人對這樣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們會指出改革之後，人與人之間的信

任在中國大幅下降。我們並不否認改革之後社會信任下降。然而，有實證研究

發現，如果將這個問題放在比較的框架中來探討，信任在中國儘管大幅下降，

但仍然高於其他國家。不過，由於東西方的文化環境完全不同，信任產生的機

制在不同社會也完全不同。在個人主義文化環境影響下的西方，信任在相當程

度上與個人的道德修養有關；而在中國，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根植於集體主義文

化之上。如果我們簡單地否定集體主義文化，把根植於西方文化土壤中的變量，

機械地移植到中國的文化土壤，那麼我們的研究必然會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並

且會妨礙我們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找出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的有效方法。

例如，長時間以來如何解決民營企業貸款問題一直困擾ò中國的銀行家，

由於很多私營企業流動性非常之大，而且往往沒有東西抵押，銀行一直不敢借

錢給這些企業。而近年來，溫州的銀行發展出一套「聯保」制度，當貸款人在沒

有抵押物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找鄉親聯保，共同承擔責任。這樣即使他們的生

意在外地，由於聯保人仍然在家鄉，銀行看得到摸得ò，也就解決了在沒有擔

保、同時借款人高度流動情況下的貸款問題。而這種解決辦法，在西方的文化

環境之下是不可想像的。

同理，在個人主義的社會環境下，公民意識無疑會促進合作，鼓勵人民參

與政治，在社會中起到合作黏合劑的作用。然而，在集體主義的社會環境下，

公民意識有可能會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在促進合作的同時，公民意識也會降

低人民對於政府的要求，使他們更為相信政府的宣傳，並積極與政府合作，而

這樣的意識會影響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

簡言之，同樣的變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對於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作

用有可能完全不同，除非我們搞清各個變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於人們政治經

濟行為的作用機制，否則無法準確評價文化對於國家改革與發展的作用。如果

我們希望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就必須搞清各個變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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